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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恶意串通

茅少伟*

摘 要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恶意串通之

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仅规制当事人以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合同)的方式损害他人(第三人)

利益的情形。表面上似也满足恶意串通规则要件的许多情形,实际应由通谋虚伪表示、法律行

为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债权人撤销权等制度分别处理。恶意串通规则仅在保护特定第

三人的特定债权时才可能有独立意义,目的是恢复该第三人获得实际履行(而非仅金钱赔偿)

救济的可能。该规则的构成要件(主客观要件及法律行为整体的背俗性)与法律效果(法律行

为相对无效且其主张受除斥期间限制)的解释均受此功能影响,而其是否有存在必要,取决于

我们是否接受更直接的侵权法救济思路。

关 键 词 恶意串通 通谋虚伪表示 不动产一物二卖 债权人撤销权 相对无效

引 言

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均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

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合同)无效。从比较法上看,这无疑是一项很独特的法律行为

无效事由。“恶意串通”,作为核心的构成要件,语义过于含混,易生歧见,且该规则适用的若干典型

情形,似又基本能被其他无效事由覆盖,因此多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并无积极价值,应当删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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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授。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263页;李永军:《民法总论》

(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朱建农:“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当代法学》2007年第6
期,第88-93页;朱广新:“法律行为无效事由的立法完善”,《政法论丛》2016年第3期,第64页。认为将来的

《民法总则》应当保留恶意串通规则的意见,参见梁慧星:“《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解读、评论与修改建

议”(2016 年 3 月 24 日 四 川 大 学 法 学 院 演 讲 整 理 稿),http://www.chinalawreview.com.cn/article/

2016041014341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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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规则毕竟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司法实务中据此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并不罕见———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

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即为著例。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公布征求意见的《民法总则(草

案三次审议稿)》也仍然保留了该规则,〔2〕前景似可期。如果注定还要“长相厮守”,这一恼人

的规则也就值得被“认真对待”。

本文探讨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要件结构的拆

分及与相关制度的辨析出发,排除几种不应以该规则处理、但经常被混淆对待的情形。第二、

三部分在上述限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该规则的规范意旨,重构其构成要件,并特别限缩其

法律效果,阐明其可能的独立意义。第四部分讨论该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体系关联及

界分,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与功能。最后是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恶意串通规则的结构与适用范围限定

我国司法实践对恶意串通相关规则的适用颇为混乱,有学者评论说,恶意串通被“当作可

用于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万能钥匙,从而使恶意串通行为成为民法上一个最不确定的概

念”。〔3〕何以至此? 这既与恶意串通本身的语义模糊有关,也与我国法上大量意义不同的恶

意串通具体规定有关。从《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措

辞、语法及所处体系看,其指向的恶意串通情形是很清楚的,即这是一项法律行为无效事由的

规定,且无效的正是恶意串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法律行为。这一限定不仅可以排除那些与法

律行为无关的情形,〔4〕更可以排除那些包含“恶意串通”“法律行为无效”两个要素。这还不

够,无论是“恶意串通”这一主观要件,还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这一客观要件,都

仍然过于宽泛,必须进一步限定,才能将该规则与其他无效事由的规定清晰区分开来。

(一)真正与不真正的恶意串通

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的法律行为,〔5〕既包括双方行为(如买卖合同,则为合同当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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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57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相关评论,参见陈小君:“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立法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5期,第116
-117页(针对的是2016年6月公布的草案一审稿第133条,条文序号存在变化,但内容未变)。

杨代雄:“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
《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7页。

例如《律师法》(2012年修正)第40条、《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112条等。这些规定尽管涉

及“恶意串通”,但或者根本与法律行为无关,或者即使有关,其本身亦非判定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
理论上,《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规制的法律行为也可能包括团体法上的决议行为,并且

决议行为确实也可能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如未参与该项决议的其他社团成员)的情形。决议行

为的效力问题较为特殊,本文暂不论(但依后述讨论,恶意串通规则于此亦几无适用余地)。较近的研究,参见

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4-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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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串通),也包括单方行为(如债务免除,则为行为人/债权人与意思表示受领人/债务人之间串

通),以前者为典型。为简便起见,以下论述均以合同为例。“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效”,即指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其基本结构如下(图一)。

图一

如果我们把具有上述结构的情形称为“真正的恶意串通”,很容易就能发现我国法上还规

定了许多“不真正的恶意串通”———既有“恶意串通”,又与合同效力有关,却并非上述结构,极

易混淆。其中最重要的几类是在代理、拍卖、招投标与担保场合。

先看代理场合。《民法通则》第66条第3款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

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6〕该款虽只说“串通”,未云“恶意”,也未直接表明

此时代理法律行为的效力,但考诸历史,这却是我国早期民法理论认为最重要的恶意串通情

形,当时学者也多认为此时法律行为因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而无效。〔7〕然而,姑且先不论无

效的结论妥当与否,〔8〕从结构上看,其实这并非“真正的恶意串通”。尽管有代理人的介入,

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还是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串通的是代理人和相对人,损害的却是被代理人。

换言之,这里并不是法律行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而是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与

第三人(另一方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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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亦保留了该规定(第168条第2款)。
从法律史上看,《民法通则》中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是受前苏联民事立法和学说的影

响,其设想的主要情形即一方当事人与相对人的代理人恶意串通达成违背被代理人意志的法律行为。《民法

通则》第66条第3款没有明示该代理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因为将无效问题统一放在第58条处理了。但是,第

58条第1款第4项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表述过于宽泛,远远超出了上述代理情形,以至于此种历史上的“立
法者原意”逐渐隐没而不为人所注意。参见杨代雄,见前注〔3〕,第109-110页。换言之,代理场合的此种“不
真正的恶意串通”其实才是“正统”,所谓“真正的恶意串通”反而是立法表述上不当扩张的结果。

此时直接使法律行为无效并不一定有利于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有学者认为,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

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情形均应归于无权代理,法律行为效力取决于被代理人的追认。参见黄忠:“论恶意串通损

害第三人利益无效规范的存废———基于体系的一项检讨”,载《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第202页。同旨可见朱庆育,见前注〔1〕,第352页。不同意见,朱建农,见前注〔1〕,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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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再看拍卖场合。《拍卖法》(2015年修正)第37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

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根据第65条第1句的规定,存在这两种“恶意串通”情形,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这里所谓“拍卖无效”,应理解为通过拍卖订立的买卖合同无

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委托人和以最高应价竞拍成功的竞买人。被损害的“他人”既可能是

委托人(如下图三),也可能是其他竞买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但无论如何,第37条规定的这

两种“恶意串通”,亦均非“真正的恶意串通”。〔9〕

图三

招投标场合有与拍卖相近的地方,但又有不同。《招标投标法》第32条第1款规定:“投标

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

法权益。”第2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的合法权益。”根据第53条的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中标无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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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导案例35号“广东龙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广东景茂拍卖行有限公司委托拍卖执行复议案”即
为恶意串通的拍卖(该案为“竞买人与拍卖人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无效的典型案例。此种情形下合同

是否应无效及无效机理为何,可在《拍卖法》第65条下进行解释。但指导案例35号仍将《民法通则》第58条

(第1款第4项)并列为法律依据,并不妥当。值得注意的是,较近的两个执行相关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18号)第31条第3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1条第1款第1项,均未将恶意

串通的拍卖直接认定为无效,而规定为可由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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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即中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然而,这两种“串通”行为的法律效果虽相同,背后法

理却并不一致。第32条第1款规定的是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损害的是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

利益,与拍卖场合竞买人之间的串通类似(如图三),串通人并非都是无效合同的当事人,因此

只是“不真正的恶意串通”。第2款规定的是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串通,二者之间的合同因串

通无效,正属于“真正的恶意串通”(如下图四)。

图四

最后再来看担保场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也规定了两种恶意串通的情形。〔10〕一是

《担保法》第30条第1项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

担责任。一般认为,保证人此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原因即保证合同因债权人、债务人恶意串通

损害保证人的利益而无效。〔11〕然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串通的却是主合

同当事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因此这也只是“不真正的恶意串通”(如下图五)。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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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这两处是明确使用了“串通”或“恶意串通”字眼的,其实还有另一处规定也相关,即《担保法解释》
法释〔2000〕44号第41条(“债务人与保证人共同欺骗债权人,订立主合同和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予以撤销。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由保证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务人与保证人“共
同欺骗”债权人,自然也有“恶意串通”(当然,从结构上看仅是“不真正的恶意串通”),但这里统一作欺诈(可撤

销)处理。由此亦可见“恶意串通”语词和指涉情形的模糊性以及因此带来的法律规定和适用的不统一。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

19条(“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
保证人不承担责任”)。典型案例,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商业银行金桥支行诉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河北公

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二终字第116号。学者观点,参见郭明瑞、房绍

坤:《担保法》(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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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形是《担保法解释》(法释〔2000〕44号)〔12〕第69条的规定,即“债务人有多个普

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

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法律效果是可撤销而非无效,与一般规则不同,容

后再论,但这确实是“真正的恶意串通”(如下图六)。

图六

综上所述,我国法上有诸多因恶意串通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8条

第1款第4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效规则(以下简称“恶

意串通规则”)仅处理“真正的恶意串通”,即当事人以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合同)的方式损

害他人利益的情形,〔13〕而不包括那些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当

事人(或其他人)利益的“不真正的恶意串通”情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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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为节省篇幅及简便起见,对于常见的重要民事司法解释,本文首次引用时,以习用的简称(如《担保

法解释》)加发文字号(如法释〔2000〕44号)指代,后续引用则径以简称指代。
参见“徐峥嵘等六人与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王银陵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11)民二终字第37号,认为原告为系争合同当事人,而非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故不能以《合同法》第52条

第2项主张合同无效);“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亭支行、吴育洪与蔡永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74号)、“高金山与包头市鸿德企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包头市聚德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监字第

22号)等(均认为“恶意串通”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
学者并非没有注意到“恶意串通”的不同情形。例如,刘凯湘教授认为,恶意串通有两类,一种是仅

有串通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涉及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另一种是恶意串通的行为人通过串通而诱使第三人作

出意思表示。参见刘凯湘:《民法总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前者即对应本文所

说的“真正的恶意串通”,后者则属“不真正的恶意串通”。对于诸多“不真正的恶意串通”情形,相关法律行为

效力判定的基础并不统一,但一律归于无效显然并不妥当,有的(如前述代理情形)应是效力待定;有的构成欺

诈等意思表示瑕疵,应是可撤销的;有的仍应无效,但理由主要是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并且,若仅是特定私人

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受损,即使法律规定为无效,无效法律效果的建构逻辑也应与恶意串通规则下类似(详见本

文第三部分),限于篇幅,对此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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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表示

进行上述限定后,恶意串通规则的要件仍是过宽。学者多认为,该规则的构成可从主观和

客观两方面观察。〔15〕主观要件即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客观要件即串通的法律

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这两方面均有澄清的必要。

先说主观上的恶意串通。若“恶意”是指侵害他人权益的故意,则应与客观要件一并观察,

此处先不论。若“恶意”是指“知情”,则可被比“知情”要求更高、更强调意思联络的“串通”所吸

收。此时重要的问题是,当事人“串通”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如果意思是真实的,

那“串通”本身并无意义———真实的合同自然都是当事人“串通”好的。如果“串通”的意思是虚

假的,即双方当事人都不欲发生与表示相同的效果,则无论是否侵害他人利益,虚假的意思表

示(至少在当事人之间)都应当无效。因此,从字面看,我国法上的恶意串通规则涵盖了传统民

法上用通谋虚伪表示制度来处理的情形。〔16〕但是,如真以恶意串通规则处理,似乎只有同时

满足“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客观要件时,双方通谋的虚伪表示才无效,这显然不

准确;〔17〕而要摆脱这种限制,使其能完整容纳通谋虚伪表示规则的内容,客观要件就要纯粹

沦为冗余,又有些“伤筋动骨”。

在我国现行法上,从《民法通则》第55条第2项的正面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

示真实”)反推,结合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功能,补充出双方当事人通谋的、

虚伪的、并不欲依表示出来的内容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则,并不十分

困难。〔18〕实务中也有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效规则(《民法通则》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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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典型实务意见,参见“胡福生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二审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3393号中,法院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

……在其法定构成要素上,主观要素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客观要素为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实务中采此理解的也不少见,例如“李某与焦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0)徐民三(民)初字第1616号中,法院认为,“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代理人在订立合同过

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早期司法解释也在此意义上使用过“恶意串通”,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法(经)发
〔1987〕20号)第6条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规避法律,达到非法的目的,采用欺骗手段,订立

形式上合法而实际上不准备履行的经济合同,是假经济合同。对于假经济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由此

规定也能看出当时法院对于“恶意串通”、通谋虚伪表示、法律规避行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相关概念

和规则认识上的混乱。
实际上,“损害他人利益”不仅不是通谋虚伪表示无效的必备要件,反而可能“削弱”通谋虚伪表示

无效的强度。例如,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7条第1款的规定,在损害了他人利益,而受损害的第三人

为“善意”时,第三人可以主张无效的通谋虚伪表示例外地对其为有效,即通谋虚伪表示对于当事人(及其他

人)来说是确定无效的,但当事人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463页。《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47条第1款也采纳了这样的意见。
参见高治:“通谋虚伪表示下合同的效力及第三人权益保护”,《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3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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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1款第6项或《合同法》第52条第3项)处理通谋虚伪表示的例子。〔19〕前述《民法总则

(草案三次审议稿)》在第147条规定了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又在第157条规定了恶意串通规

则,显然也是希望两者发挥不同的功能。总的来说,用恶意串通规则处理通谋虚伪表示问题并

不妥当,后者应由其他规则专门处理,也不需要客观要件。为避免两者无意义的交叉,“恶意串

通”的意思须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20〕

(三)恶意串通与损害公共利益

再看客观要件。“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列举方式很有时代特色,〔21〕实则是泛指

法律行为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意蕴当然难解,不过大体上还

是可以归于“社会公共利益”。〔22〕有学者认为,“第三人利益”也应限定为不特定第三人

的利益,即同样属于社会公共利益。〔23〕这一见解显然已经脱离了表面文义,而进入目的

性限缩的范畴。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无须恶意串通的主观要件。如将“第三人利益”也完全归

入社会公共利益,那恶意串通规则就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必要了,似难谓妥当,或者说尚

待进一步的分析。合同解释有所谓“给予所有条款以效力”的解释规则,〔24〕法律解释亦

应遵循类似的逻辑,即除非确有必要,否则应尽量避免使得某些法律规定完全没有效力

的解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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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典型案例,参见“徐州大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王志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2期。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来处理通谋虚伪表示,当然远非完美,前
者也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另可参见“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市北区第一支行诉青岛华悦物资发展公

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总公司、青岛海 尔 集 团 总 公 司 借 款 合 同 担 保 纠 纷 上 诉 案”,《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公 报》

1997年第4期。法院认为一个为骗取担保而订立的虚假借款合同同时属于“恶意串通”和“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相关理论探讨,参见朱庆育,见前注〔1〕,第263页;杨代雄,见前注〔3〕,第106-121
页;王军:“法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28-648页;朱广新:“论‘以合

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2-178页。《民法总则(草案三

次审议稿)》中未再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相关规定。
同旨可见梁慧星,见前注〔1〕;苏号朋:《合同法教程》(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版,第123页。
这是从所有制角度区分的,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其不当之处。参见李开国:“对《合同法征求意

见稿》若干问题的看法和修改建议”,《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9页。
将“集体利益”归于社会公共利益,显然是将其作较抽象的理解。若“集体利益”是指具体的集

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则更接近于普通的“第三人利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经常被不恰当

地与国有企业的利益等同起来,这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都有体现。参见《企业国有资产法》第72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第18条等。

参见王轶:“论合同行为的一般生效条件”,《法律适用》2012年第7期,第26页。
例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4.5条规定:“解释合同条款时,应使全

部条款均具有效力,而不是排除其中一些条款的效力。”该条规则建立在如下假定之上,即“按照一般的

预期,当事人在起草合同时不会无故使用多余的词汇”。参见张玉卿主编:《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

合同通则2010》,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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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看,我国法上的恶意串通规则也涵盖了法律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等 〔25〕)的情形。但是,这些情形不应适用恶意

串通规则,而应以法律行为违法无效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规则处理。〔26〕那么,恶

意串通规则真正要处理的就是剩余的部分,即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损害特定第

三人利益的情形。《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57条不再采用“国家、集体或者第

三人利益”的三分法,而以“他人合法权益”统称之。《招标投标法》第32条第2款将恶意

串通行为的损害对象区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如依此种

语言用法,“他人合法权益”指的正是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

为显然不可能是一概无效的,这一区分也就凸显出主观要件的价值,即“恶意串通”可能

变得关键。

(四)小结:有限的适用范围

综上所述,恶意串通规则所要处理的仅是“真正的恶意串通”,同时又须剥离两类情形,即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虚假意思表示的情形,应归通谋虚伪表示制度处理,通常无须考虑损害

他人利益的客观要件;法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

归法律行为违法无效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规则处理,通常也无须考虑当事人主观上是

否恶意串通。恶意串通规则仅适用于法律行为当事人的恶意串通为真实意思、损害特定第三

人利益的情形。这一情形是否真的特殊,以至于能撑起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无效事由,有赖于

我们对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进一步考察。

二、要件重构:以“第三人利益”范围为中心

在明确了适用范围后,我们可以发现,恶意串通规则,从影响法律行为有效性的基本

因素看,〔27〕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欠缺无关,与意思表示瑕疵也无关(“串通”的意思是真

实的),而更接近法律行为内容(及目的)的欠缺社会妥当性。亦即,从谱系上看,限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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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也可能包括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但同时构成对公共秩序的严重侵害(如雇凶杀人等侵害

特定第三人人身利益的合同)的情形。不过此类情形常有公法、尤其是刑法规制,可用法律行为违法无

效规则处理。合同因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而无效的典型案例,参见“无锡市掌柜无线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诉无锡嘉宝置业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3期。
一个佐证是,《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55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

制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规则单列一条,紧承其后(第157条)。
我国民事立法上有正面规定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包括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

妥当三个方面)的传统(参见《民法通则》第55条),《民法总则(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44条延续了这一

做法。学者的不同意见,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8页(赞成);陈小君,见前注〔2〕,第101-102页(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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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恶意串 通 规 则,还 是 可 以 看 作 法 律 行 为 违 反 公 序 良 俗 〔28〕无 效 规 则 的 一 个 子 类

型。〔29〕那么,将之单列的意义是什么呢? 仍须从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特殊性探索。

(一)构成:主、客观要件概述

从主观上看,既然“串通”的意思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主观要件的侧重就落在“恶

意”上———“串通”不过是指“恶意”的共谋。此处的“恶意”也不是单纯指对特定事实的明

知或应知,而是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故意;或者说,如果当事人明知或应知法律行为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仍然为之,即可认定为具有侵害他人的故意或“恶意”。

也就是说,主观要件的“恶意”即当事人“想要(通过订立法律行为)损害第三人的利

益”(或至少是消极地不在意),而客观要件则是指“实际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30〕这里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意图与结果的区分,即当事人想要去侵害他人是一回事,能够通过

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是另一回事。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意图侵害他人,但第三人

并未实际被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损害,则该合同就没有必要因恶意串通而无效。〔31〕二是第三

人被损害的应当是其确实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

(二)“第三人利益”的可能范围

如前所述,恶意串通规则仅处理法律行为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从实际案型看,主

要是损害特定第三人的财产利益。与一般观念相反,能够被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合同所损害的

他人财产权益的类型是有限的。例如,很多学者曾讨论“恶意串通”与“无权处分”的关系,认为

处分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行为是效力待定,〔32〕而非无效,以此论证“恶

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33〕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恶意

串通”的“无权处分”之所以并非无效,不仅是因为另有特别规定,而更是因为其根本不满足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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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我国立法以前不使用“公序良俗”一词,而代以“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学者多认为

其与公序良俗略同。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王利明:《民
法总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但这多少仍有牵强附会之嫌。《民法总则

(草案三次审议稿)》不再使用“社会公共利益”,而在多处(第7、9、144、155条)使用了“公序良俗”。
刘凯湘教授认为:“恶意串通的性质属于违背公序良俗之行为,因其特征明显,情形独特,故

单列一类。”见前注〔14〕,第333-334页。
参见“王同声与九江联达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14)民提字第138号。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包括缔约各方具有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恶意,且为实现此不正当目的事先通谋,通过缔约及履约行为造成国

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同时要求第三方对恶意串通各方的通谋行为不知情”。前面的阐释尚

属准确,但将“第三方对恶意串通各方的通谋行为不知情”作为一般要件,则并不妥当,也无法律根据。
与民法上的一般态度相吻合,此时法律也没有任何必要鼓励对当事人动机或目的的探寻。除非

“想要损害他人”不仅仅是意图,而已体现为合同内容,则该合同仍可能因内容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
类似意见,陈小君,见前注〔2〕,第116-117页。

这里当然指的是无权处分的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至于此时恶意串通的债权行为,依后述逻辑,亦
不必因“恶意串通”无效,这也符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12〕8号)第3条的规定。

参见朱庆育,见前注〔1〕,第262页;杨代雄,见前注〔3〕,第108页;黄忠,见前注〔8〕,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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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串通规则的客观要件。即使当事人确实有以无权处分损害他人的恶意,该行为也并不能实

际损害他人的物权,并且恰恰是因为恶意串通才不能损害———无权处分时,如受让人不知处分

权的欠缺,尚有依善意取得制度(《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取得物权的可能;受让人既然是恶

意,则根本不能取得物权。也就是说,第三人的物权并不会实际被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合同所损

害,〔34〕其他绝对性财产权也类似。

股权的性质较为特殊,〔35〕问题看上去也更复杂一些。实践中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案型。

第一类案型涉及股权的多重转让问题。〔36〕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甲与受让人乙签订股权

转让合同后,又与第三人丙恶意串通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合同。此一问题的处理与对股权变动

模式的理解有关。〔37〕若采意思主义的解释,即股权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并生效,〔38〕受

让人即取得股权,让与人也相应地丧失股权,则前例中受让人乙已取得股权,甲再将股权让与

给丙,实为无权处分,又因丙非为善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股权。因此,与前述物权情形类

似,乙已经取得的股权并不会被甲丙之间恶意串通的合同损害。若采某种形式主义的解释,即

仅股权让与人与受让人的合意还不够,受让人须在股东名册变更(或/和公司登记中的股东登

记变更)后才能取得股权,则前例中乙还并未取得股权,即使其会被甲丙之间恶意串通的合同

损害,受损害的也不是股权,而只是股权转让合同下的债权。

第二类案型涉及股权对外转让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问题。〔39〕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甲与第三人丙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未将转让条件通知股东乙,侵害了乙的优先购买

权。此一问题与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1条第3款)的性质和效力的理解有关,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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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在设想相关实例时应注意两个重要区分:一是区分生活意义上“恶意串通”的合谋与法律意义上

“恶意串通”的合同,前者当然可能导致他人的物权受损(如甲、乙恶意串通制造谣言说某物不吉,导致丙听信

并抛弃了某物);二是要区分恶意串通合同的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与恶意串通的合同本身造成的损害,前者当然

也可能导致客观上物权受损(如当事人恶意串通、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并交付,导致权利人的占有被侵害,亦可

说物权被侵害)。这两种损害其实均与合同无关,实由侵权行为所致。
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葛云松:“股权、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研究”,载葛云松:《过渡时代的民

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65页。
典型案例,参见“保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张甲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53号。
相关梳理,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4-139页;李建伟: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的程序构建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2年第12期,第18-25页。
严格来讲,这里的让与合意是指处分的合意(处分行为),并不等同于背后的原因行为(如负担性的

买卖、赠与、互易等合同)。参见张双根,同上注,第137页。
典型案例,参见“李朗悦与吴景锋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034号,《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14期,第76-79页;“覃世松原持有田东县桂

松酒精有限公司与林山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百
中民二终字第39号,《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24期,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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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与对股权变动模式的理解有关,〔40〕但仍不涉及对股权的侵害。前例中,只有乙愿意以“同

等条件”购买甲的股权,即能够行使优先购买权,才有权益被侵害,进而才有如何救济的问题。

甲丙之间的合同并不妨碍乙继续行使优先购买权,行使效果是在甲乙之间订立一份与甲丙之

间的合同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合同,〔41〕从而又演变成第一种案型下的多重转让问题。类似

的,在不同的解释逻辑下,即使认为乙的权益可能被甲丙之间恶意串通的合同侵害,也并不是

其股权或优先购买权受侵害,而只是债权受侵害。此种案型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变体,正是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1款第3项规定

的情形,即“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

的同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此种情形可谓双重恶意串通:第一重恶意串通指向虚构报价等行为,表面上的合同首先应适用

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处理,即虚构的交易条件无效;第二重恶意串通指向背后的隐藏行为,真正

的合同条款应依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而定,此一合同才可能需要适用恶意串通规则处理。此

时,因表面合同无效,其他股东针对此虚假交易条件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表示也失去意义,故

仍可行使优先购买权,从而回归基本案型。

第三类案型涉及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损害股东权益的问题。例如,公司(经由其代表

人或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以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直接损

害了公司利益,从而也间接使股东的股权(价值)受损。在一起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

表示,《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中的“第三人利益”包括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股东可以根据该

项规定主张公司与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合同无效。〔42〕这一观点乍看颇为合理,其实不然。

其一,公司代表人或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订立损害公司利益的合同,是典型的代理权滥

用,此种合同并非直接有效,而应是效力待定(狭义无权代理),因此也无须以恶意串通规则判

定其无效。其二,公司利益受损,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作为,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直接提起

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法》第151条)以维护公司利益,从而也间接维护自己的利益。〔43〕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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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相关梳理,参见赵旭东:“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18-25
页;曹兴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48-
153页。

此即认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参见赵旭东,同上注,第18-25页;胡晓静:“论股东优先购买

权的效力”,《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35-48页;常鹏翱:“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中外法学》

2014年第2期,第393-407页。不同意见,参见蒋大兴:“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中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
《法学》2012年第6期,第67-77页。

参见“东风汽车贸易公司等与内蒙古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侵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一终字第49号。另见“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

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
年第10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

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参见刘凯湘:“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57-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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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恶意串通规则在此亦非必要。

由上,我们发现,《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并不包括物权、股权等重要

权利,那剩下的主要就是债权(以及也可能包括其他非以绝对权保护的一般财产利益,即纯粹

经济利益)。如此我们就对恶意串通规则的客观要件、进而对其适用范围作了进一步限定。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法释〔2003〕7号)第10条,作为恶意串通规则最重要的类型化具体规

定,也就更凸显出其典型价值———此种情形下受损害的正是第一买受人的债权。我们以此为

例,进一步探讨恶意串通规则的要件构成。

(三)《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例证与评释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规制的是商品房一物二卖(多卖)的情形。“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人逐利,一物数卖,并不罕见。数个负担性的买卖合同可能

都是有效的。〔44〕从债权的相对性、平等性出发,在后订立合同的第二买受人的地位未必一定

劣后于在先的第一买受人。〔45〕即使第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晓之前的买卖合同及第一买受

人,也未必一定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在一个鼓励自由、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仅以可能

“损害他人利益”为由是不足以判定此种法律行为无效的,甚至加上当事人明知也不够。〔46〕

出卖人也并不仅仅因为订立了买卖合同就丧失了处分自己物的权利,他仍有选择履行对象的

可能。〔47〕因此,《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赋予第一买受人更优越的地位,与其说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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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参见《合同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15条。在有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场合,如果出租人与第

三人订立了买卖合同,承租人又行使了优先购买权,也会形成“一物二卖”,此时原则上数份买卖合同亦均有

效。参见《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09〕11号)第21条;常鹏翱,见前注〔41〕,第400-402页。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确立了我国法上普通动产与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时的履行规

则,颇有特色,但缺乏融贯的法理基础,遭到了学者的普遍批评。参见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

归属的确定标准”,《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61-70页;刘保玉:“论多重买卖的法律规制”,《法学论坛》

2013年第6期,第22-32页;孙毅:“我国多重买卖规则的检讨与重构”,《法学家》2014年第6期,第114-132
页。

例如,在“‘毕加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案”(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法院10
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中,法院认为,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时,虽明知毕加索公司

与帕弗洛公司之间已存在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但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艺想公司有加害的主观恶意及与毕

加索公司间存在串通行为,因此不构成“恶意串通”;并且,“虽然艺想公司试图影响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

之间的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的动机是明显的,但鉴于艺想公司与帕弗洛公司系同业竞争者,其采用与

涉案商标权利人毕加索公司签订独占使用许可合同,要求毕加索公司不得在同类产品上向第三方授权使用

涉案商标的方式展开市场竞争,该竞争方式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参见“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与上

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17号。当然,法院认定该案不能适用恶意串通规则的一个潜在理

由,恐怕也是因为客观要件并不满足(艺想公司为恶意,因此其“与毕加索公司签订的系争合同,并不能剥夺帕

弗洛公司对涉案商标享有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这里还涉及法经济学上所谓效率违约(efficientbreach)问题。有学者认为,在后买人知情的一物

二卖场合,效率违约理论并不支持由后买人取得权利的结论。参见吴一鸣:“一物二卖场合‘知情’因素之法经

济学分析”,载刘云生主编:《中国不动产法研究(第8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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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一项原则,不如说是设置了一项例外。

那为什么要设置这项例外? 以什么样的特别要件来“隔离”出这样一个例外? 特别之处首

先当然是恶意串通。但是,假如我们仅仅关注“恶意串通”的主观要素,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这

个问题。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订立及履行合同,当然可能损害第一买受人的利益,但他们一定

有侵害第一买受人债权的故意么? 多数情况下,第一买受人的受损害,只是出卖人与第二买受

人追求自身利益的附带结果,而非其主要意图。〔48〕

要理解商品房一物二卖情形下“恶意串通”的特殊性,要关注的应当是主、客观因素所综合

造就的法律行为整体上的违背公序良俗性。就要件的联动来看,悖于善良风俗的行为也常可

供证明主观故意的存在。〔49〕因此,真正重要的,始终是行为的背俗性———这也正符合恶意串

通规则的性质与特点。恶意串通行为的背俗性不能仅从主观要件得出,必须考虑客观要件的

意义,尤其是受害人的类型与被侵害权益的性质和内容。这里被侵害的当然是债权,但又不是

普通的债权,而是以商品房所有权为标的的特定债权。是否存在及是否违反善良风俗的判断

总是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和时代性特点。〔50〕考虑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社会

一般观念对商品房(住宅)这一特殊财产的态度、社会一般观念对一物二卖及有关物权变动模

式的态度以及限制不动产一物二卖的社会效果,〔51〕对于第一买受人的债权,在交易观念乃至

伦理观念上,就有进行特殊的优待保护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52〕换言之,商品房一物二卖问

题的重心,不仅在“一物二卖”,更在“商品房”———是交易标的的特殊性及其承载的利益冲突与

价值判断,才使得这一例外的设置获得了正当性。

当然,优待的保护,也并非绝对的保护。一方面,结合此处特定的政策目标与保护目

的,仍有进一步区分不同交易类型的可能,例如是民事交易还是商事交易,第一买受人购

房是为自住还是投资等亦即,仍须具体判断一房二卖行为是否真的“背俗”;另一方面,第

一买受人要获得这种保护,需要证明“恶意串通”的存在。对此,法院虽常强调“主观恶

意”的必要,但事实上并不拘泥于探求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结合各种合同相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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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比较法上,如《德国民法典》第22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8条第1款,有所谓权利行使不能

仅以或主要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规定。学者多认为这种“恶意刁难”的情形很罕见,意义不大。参见(德)梅迪

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王泽鉴:《侵权行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1页。
有学者认为,法外寻求标准、依据多数原则、进行价值评价、采用地方性准则和据以个人经验,是善

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具体化的步骤。参见郑永流:“道德立场与法律技术———中德情妇遗嘱案的比较和评析”,
《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87页。

参见许德风:“不动产一物二卖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2-103页。
有意见认为,在一物数卖情形,只要后买受人单纯“知情”,先买受人即可主张后买受人与出卖人之

间的合同无效。参见石冠彬、江海:“论一物数卖合同效力与买受人权利救济”,《法律科学》2014年第5期,第

154页。如完全不考虑交易标的性质和其他交易情境,这一结论显然过于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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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进行判定,〔53〕或者“推定”。〔54〕实践中,有一些相互作用的客观因素常被综合考虑作为认

定“恶意串通”存在的依据,包括第一买受人已实际入住的事实、〔55〕第二买受人的身份(尤其

是与出卖人之间的关系)、合同约定的价格及是否实际支付等。〔56〕

(四)小结:要件设置与制度功能

上述讨论对理解一般性的恶意串通规则的要件也深具启发。就客观要件,要特别注意被

侵害的“第三人利益”的类型———因为主要就是债权,所以实际上就是要关注交易的性质、债权

的标的以及债权人的类型。〔57〕主观上,“恶意”和“串通”的要求均可适当放松。“恶意”既包

括积极的侵害意思(直接故意),也包括对侵害后果的放任(间接故意)。“串通”的典型样态当

然是当事人事先通谋、共同行为,但亦可包括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对方当事人明知其不

法目的而仍默示接受的情形。〔58〕总的来说,应当结合主、客观要素,观察交易样态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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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58〕

参见前注〔42〕公报案例“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

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另可参见“日照国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国恒能源有限公司、山东日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招商

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45号。
参见“杨某与上海复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07)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02号,《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18期,第71-74页。法院认

为,二手买受人“顾某虽然表示其不知晓复佳公司此前已与杨某签订预售合同、交付房屋等一系列事实,但仔

细分析其与复佳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及过程,在合同签订时间、房屋价格、购房款支付、相关手续办理等方面

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顾某是善意第三人”,“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

则,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推定复佳公司与顾某之间恶意串通”。
有学者认为,一房二卖情形中,已获得交付的第一买受人取得了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出卖人

再次转让已属无权处分;第二买受人即使获得了登记,也不能取得出卖人所没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因此

只有在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时才能对抗第一买受人的占有权利。参见陈永强:“未登记已占有的房屋买受人的

权利保护”,《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第59-72页。第二买受人要终局地取得权利,当然可能取决于

其“善意”与否,但采用善意取得的思路并不妥当(出卖人并不仅因交付即丧失处分权)。实际上,这里的“善
意”要素,决定了恶意串通规则是否可以适用,因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买受人最终能否取得权利。

许德风,见前注〔51〕,第100-101页。典型案例,参见“黄幸与冯辉平、郎祖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再审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提字第552号,此案同时具有第一买受人已实际长期居

住(但未办理过户登记)、第二买受人(的代理人)具备更多的交易经验但显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第二买受人

尚有较大比例价款未支付完毕时已获房屋过户登记等情节,最后法院认定,第二买受人“在购买讼争门面房的

过程中并非显示为善意”,买卖合同因“恶意串通”而无效;“孔祥文、刘彦诉邹叔芳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昆民一终字第35号,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8页等。

例如,有学者认为,在股权对外转让场合,即使未尊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与受让人签订

的股权转让合同仍为有效,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受让人是否善意的因素,从而可能适用恶意串通规则,即如

果能够证明受让人与股东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则该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无效。参见曹

兴权,见前注〔40〕,第152-153页。当然,此一问题的处理仍与对股权变动模式的不同理解有关。
韩世远,见前注〔15〕,第172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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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上是否合乎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商业交往标准、是否超越了合理的竞争秩序,即判断法律

行为内容及目的是否违背善良风俗。

从主观要件(侵害的恶意/故意)和客观要件(损害他人利益)的认定,从受保护的权益类型

(债权),从所规制行为的背俗特征,我们发现,尽管恶意串通规则是一项有关法律行为效力判

断的规则,其欲处理的问题与侵权法上的背俗侵权(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致人损害)问

题,〔59〕实际上是完全相通的。〔60〕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同时被合同法与侵权法所

调整,只不过合同法上的恶意串通规则仅处理以恶意串通订立合同的方式侵害他人权益这一

种特别情形,而背俗侵权规则处理的范围要大得多。从要件看,能够适用合同法上恶意串通规

则的情形,也同时能够构成背俗侵权(且是共同侵权)。〔61〕进一步,甚至可以说,在此类情形

下,侵权法的思路和目的才是主导性的。从侵权法的角度看,合同法上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

不过是为背俗侵权受害人的救济服务的。也就是说,使此种法律行为无效,只是保护特定第三

人利益的一种———而非唯一的———手段,亦非终局的目的。

那么,合同无效对于第三人(受害人)的救济有何特别意义呢? 仍以商品房一物二卖为例,

即使不主张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第一买受人也可以获得损害赔偿等救

济。〔62〕因此,第一买受人试图通过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获得的,就不仅是“另一种”救济,更

是他欲求的“这一种”救济———使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恶意串通的合同无效,就可以使房

屋所有权复归出卖人,就可以恢复第一买受人以特定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实现债权的可能。

反过来也可以说,此种恶意串通行为所侵害的,并非受害人债权的全部,而正是特定债权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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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表面上看是一条宽泛的、统一的请求权基础。但一种意见认为,
应将之目的性限缩为绝对权侵权、违法侵权与背俗侵权三项不同的、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其中后两者的保护范

围包括债权和其他纯粹经济利益。参见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中国法学》2010年第3
期,第37-51页;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第689-
736页。就债权的保护而言,违法侵权规则与背俗侵权规则的功能相近,只是前者涉及对转介而来的具体的

保护性法律的解释,后者涉及对抽象的公序良俗的具体化。这里仅讨论恶意串通规则与背俗侵权规则的“竞
合”问题,恶意串通规则当然也可能与违法侵权规则“竞合”,但机理相近,本文不再单独讨论。在我国法上,债
权能否被第三人侵害的问题,理论上曾有争论,近来多已认可,实务中亦已接受。较近的案例及分析,参见向

亮:“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构成侵权”,《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10期,第101-104页。
有学者认为,从主客观要素解释恶意串通的合同,几乎完全回避了法律行为有效性的独特思考,而

具有显著的侵权法特征;但亦承认,此种合同无效的机理更接近违反公序良俗而非意思表示不真实。参见朱

广新:《合同法总则》(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88页。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恶意串

通的合同侵害其权益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时,最高人民法院曾认为,此种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故不涉

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参见前注〔42〕公报案例“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

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甚至还有直接以侵权案由立案的(参见前注〔42〕“东风汽车贸易公司等与内蒙古

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侵权纠纷上诉案”)。
参见《技术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04〕20号)第12条第2款的规定。
根据《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

该房屋抵押或出卖给第三人,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
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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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履行而非金钱赔偿的方式实现债权的权利。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如果第一买受人原本就没有请求出卖人实际履行的权利或

者出卖人根本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合同法》第110条但书),则适用恶意串通规则即无意义,

或者更准确地说,该规则的客观要件此时不能构成(并未损害第一买受人的权益)。甚至,即使

出卖人的实际履行仍然可能,但从一般交易观念看,对于第一买受人来说,实际履行与金钱赔

偿并无差别(或者说第一买受人不能证明其对实际履行具有特别利益)时,〔63〕该规则也不必

适用,因为其作用方式是剧烈的(干涉他人法律行为),效果却是间接的(仅无效尚不足以构成

救济)。因此,恶意串通规则保护的通常就是第三人的特定债权,并且是可以实际履行的方式

获得特别救济的特定债权。如果仅是一般金钱债权或其他纯粹经济利益 〔64〕受损,无所谓与

金钱赔偿不同的实际履行问题,恶意串通规则适用的余地就很小,除非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恶

意串通”实质上损害了债务人整体的清偿能力(后详)。这也再次显示出《商品房买卖司法解

释》第10条的典型性,因为房屋(不动产)买卖合同在交易上具有特殊性,当事人通常认为实际

履行是重要的,而法院通常也支持这一点。〔65〕

三、后果限缩:无效的范围、类型、主张及限制

以上对恶意串通规则的功能性理解,不仅进一步澄清了恶意串通规则的构成要件,限制了

其有适用必要的情形;也将深刻影响对该规则法律效果的认定,以下从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无

效的范围、类型和主张(及其限制)三方面分述之。

(一)法律行为无效的必要范围

首先应讨论的是,是不是只要有恶意串通侵害他人权益的主观目的就可以认定法律行为

无效? 这其实是要件问题,前已涉及,但值得再次强调———只有实际造成损害后果的恶意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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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英美法上向来以金钱赔偿为原则,实际履行(specificperformance)只是一种例外的、特别的救济。
大陆法系传统上较为重视实际履行,但学者也认为,“一般来说,受损一方当事人也只有在对履行具有特别利

益(specialinterest)因而损害赔偿不能提供充分救济时,才能寻求实际履行”(SeeOleLando& HughBeale
(eds.),ThePrinciplesofEuropeanContractLaw,PartIandII,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

2000,p.400)。我国法采何种态度,学者意见不一。李永军教授认为,《合同法》对实际履行采取的是限制态

度,如果将第110条但书规定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作较广的解释,则实际效果与英美法类似。参见李永

军:《合同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0页。总的来说,出于实际的考量,无论是在哪个立法例、
哪种理论解释下,与金钱赔偿责任相比,实际履行的适用都是少数,主要原因在于执行的困难和不经济。

当事人以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的方式损害他人纯粹经济利益的情形,可能也不多见。典型的如

以不正当的低价倾销、订立限制竞争协议或价格垄断协议等损害其他市场相关主体利益的情形。但是,一方

面,这类情形有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规制,即使涉及合同效力,其机理也不必是“恶意串

通”;另一方面,纯粹经济利益被侵害后,产生的也是一般金钱债权(金钱赔偿),亦无实际履行问题(可能同时

要求消极的不作为或“停止侵害”,但这直接在侵权法上解决即可),因此不再单独讨论。
英美法上也是如此,从判例来看,不动产买卖一贯地允许实际履行。参见(美)马瑟:《合同法与道

德》,戴孟勇、贾林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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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损害第三人利益”并非仅是对恶意串通的合同当事人具有何种主观

“恶意”的说明,〔66〕而是与侵权一样,表明一个必要的“损害”要件。如果没有实际“损害”,也

就不存在侵权,也就不存在救济的需要。

但是,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仍常常被忽视,以至于造成过多利用恶意串通规则宣告合同无

效的情况。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出卖人将房屋出卖给第一买受人后,虽未转移

登记,第一买受人已实际居住使用多年,并且正通过诉讼向出卖人主张房屋权属。在此过程

中,出卖人又将房屋低价卖给了第二买受人,并转移登记。第二买受人又将房屋低价卖给了第

三买受人,并转移登记。法院认为,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第二买受人与第三

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都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一买受人的利益,均属无效。〔67〕然而,只

要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因恶意串通无效,第二买受人就自始不能取得房屋所

有权。第二买受人再将房屋出卖给第三买受人,即属无权处分,又因第三买受人非为善意,即

使负担性的买卖合同有效,第三买受人也根本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此时,房屋所有权仍由出

卖人享有,第一买受人也就仍然可以请求出卖人实际履行(转移所有权)。因此,第二买受人与

第三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效力并不会实际影响第一买受人的权益,即使他们确实有恶意串

通侵害第一买受人的意图,也根本做不到,那么该合同也就不应该因恶意串通无效,因为恶意

串通规则的客观要件并不满足。〔68〕

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因恶意串通无效的,是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什么法律行

为———即,是负担性的买卖合同,还是处分性的转移所有权(登记)行为? 从保护第一买受人权

益的必要性出发,仅后者即已足够。换言之,仅仅是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哪怕

存在主观的恶意串通,也不足以满足恶意串通规则的全部要件,因为仅仅订立债权合同,并不

会对第一买受人的利益造成损害。〔69〕真正使得第一买受人的利益受损,特别是使其获得实

际履行的权利落空的,是转移所有权这一处分行为。《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其实也注

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外,还加了出卖

人已“将房屋交付(第二买受人)使用,导致(第一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这一要件。这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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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有学者持此观点,朱广新,见前注〔60〕,第287-289页。
参见“广州东浚开发有限公司、朱勇萍、广州洽诚贸易有限公司与马志平、马世廉、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

105号。类似案件,还可参见“吴坤强与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办事处合同纠纷二审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2)琼民一终字第48号。
结合前述讨论,进而言之,如果在本案情形下,第三买受人非为恶意,而是善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

那么,甚至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也没有无效的必要,因为无助于对第一买受人的救济。
参见“李玉芳、陶维忠与谭文新、朱新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4)新审一民提字第46号。该案中,表面上看,法院认为不能适用恶意串通规则是由于主观

要件未必具备,但影响法院判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李玉芳、陶维忠(第一买受人)与谭文新(出卖人)之间的

涉案房屋买卖协议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谭文新亦多次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谭文新与朱新元(第二买受人)签
订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损害了李玉芳、陶维忠的利益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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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尽合理,因为仅仅交付不动产,并不会转移权利;第一买受人此时仍有请求出卖人转移

登记以获得房屋所有权的可能,但这说明该条已充分注意到恶意串通规则客观要件的意义。

当然,尽管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近年来已逐渐接受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但争议仍大,

远未尘埃落定。〔70〕并且,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时,通常也不值得再给予其合同框架下的保

护。〔71〕因此,在现行法下,认为此时负担性的买卖合同也因“恶意串通”无效,理论上虽嫌不

够一贯,结果亦尚可接受。〔72〕

(二)法律行为无效的类型与主张

第二个问题,因恶意串通而无效的法律行为,是何种无效? 谁可以主张? 法院能否依职权

主动认定? 法律行为的无效有所谓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分,〔73〕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违反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即属此类。〔74〕绝对无效,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并可以对任何

人主张。当然,宣告合同无效是一个确认之诉,实际上并不能任意提起,一般认为只有对无效

的确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才是适格的当事人。〔75〕相对无效,在不同的理论脉络下有

不同的意义和范围。一般认为,法国法传统下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是以所保护利益的性质

为标准对效力程度的判定,其相对无效的范围接近于我国法上的可撤销与效力待定;德国法传

统下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是从效力范围角度的区分,主要发生在处分行为领域,即处分行

为违反为保护特定人而设置的处分禁令时,仅该特定人可以主张处分行为无效,对该特定人以

外的其他人仍为有效。〔76〕

从宣告无效的提起来讲,以上两类区分,其实也有一定的共通性。从程序法的角度,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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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74〕

〔75〕

〔76〕

使用这一区分的典型判决,参见“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0号,《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只要接受财产法物、债二分的基本格局,很难否认这一区分。参见朱庆育,见前

注〔1〕,第153页以下;陈卫佐:“处分行为理论之正本清源”,《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第105-122页。
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否则第二买受人一般也无法享受违约救济(参见《合同法》第150、151条)。
此时,无论是采所谓债权形式主义,还是有因的物权形式主义(从《物权法解释一》(法释〔2016〕5

号)第18条、第21条等规定看,似当以此种解释为妥),其结论都是物权复归于出卖人,第一买受人因此可请

求其实际履行。就我国现行法解释论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参见葛云松:“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

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2-118页;朱庆育:“物权行为的规范

结构与我国之所有权变动”,《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62-80页。
我国立法上未采相对无效的术语,但理论上多有讨论。参见朱庆育,见前注〔1〕,第310页;韩世

远,见前注〔15〕,第170页;梁慧星,见前注〔28〕,第198页;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

社2010年版,第577-589页;李文涛:“合同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一种技术化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解

说”,《法学家》2011年第3期,第74-87页。
参见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73-174页。
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常从“诉的利益”的角度讨论,即是否有必要通过诉讼获得确认判决解

决纠纷。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明确列出有权宣告法律行

为无效的利害关系人范围的规定,似仅见于《婚姻法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7条。
参见朱庆育,见前注〔1〕,第312-315页;黄忠:“法律行为的相对无效:反思与重释”,载陈小君主

编:《私法研究》(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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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绝对无效不仅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主张,在其不为主张时,法院也可以、甚至应当依职

权认定;相对无效仅特定当事人能够主张,法院不能依职权适用。其背后的基本法理是,绝对

无效的情形多关涉公共利益,〔77〕法院亦承担保护公共利益之职责,而相对无效情形主要是为

保护特定的私人利益,是否主张的选择权自然也在于该特定人。〔78〕从利益保护的实体及程

序看,“相对无效”均与“可撤销”类似,完全也可以用撤销制度来解决,但如果现行法已明确以

无效处理,则仅可在无效制度内部进行软化。〔79〕

回到恶意串通规则,当我们严格限定其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后,结论就很清晰了———其与

公共利益的保护无关,而旨在保护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将法律后果认

定为绝对无效,相对无效即已足够。〔80〕我国理论界乃至实务界对“相对无效”概念并不陌生,

从提起无效主张的主体以及法院能否依职权主动适用的角度,对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进行区

分,在我国法上其实已有相当的基础,而主要实践领域正是“恶意串通”场合。〔81〕例如,《商品

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明确规定,能够“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

效的”,仅是第一买受人。〔82〕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也多有此类认定。〔83〕《担保法解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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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83〕

通谋虚伪表示无效规则大约是一个例外,即其可能无关公益,但从意思表示的法理看,通谋虚伪表

示行为与其说是无效,不如说是未成立(或不存在),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发生效力的意思表示存在。
有学者建议,在我国法上,不如径行“以无效的主张者为标准来区分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即“绝

对无效是指法律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可以由一切利益相关者主张的无效;而相对无效是指法律行为侵犯

了特定当事人的利益而只能由特定当事人主张的无效”。黄忠,见前注〔76〕,第132页。从程序法的角度看,
此种观点对能够主张绝对无效的当事人范围的认定显然过宽了。

同旨可见黄忠,见前注〔76〕,第132-133页。
类似意见,参见尹田,见前注〔73〕,第588页。这与我们将恶意串通规则仍理解为一项违反公序良

俗性质的无效事由也并不矛盾。将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一概归于绝对无效,也并不妥当。有学者认为,
在法律行为违反保护的公序(即对市场经济中的弱者个人利益给予特别保护的公序)时,由受保护一方享有主

张无效的权利即可,这既可以增加法院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也更有利于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参见梁

慧星,见前注〔28〕,第199-200页。
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民法通则意见》(法(办)发〔1988〕6号)第130条,该条规定:“赠与人为了逃

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能够主张权

利、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是、且只能是“利害关系人”,这当然也是一种“相对无效”。
第一买受人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请求确认无效,由此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8

条和第10条的关系。即在出卖人又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订立买卖合同时,第一买受人有两项选择:或者可以根

据第10条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从而继续主张实际履行的救济;或者可以根据第8
条解除合同,要求普通的违约损害赔偿,并可主张惩罚性赔偿。在后种情形,第一买受人已不主张实际履行的

救济,自然没有必要(因此也没有权利)再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
例如前注〔42〕公报案例“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在前注〔13〕“徐峥嵘等六人

与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王银陵股权转让纠纷案”“浙江省乐清市乐城镇石马村村民委员会与浙江顺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一终字第59号,《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2008年第9期)等案例中,法院均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无效,仅能由受损害的第三人主张,而不能

由合同当事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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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条亦可作为旁证,其规定的是一种典型的“真正的恶意串通”,但法律效果却是“受损害的其

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84〕也有学者明确主张,恶意串通所损害的第

三人利益,应当区分特定第三人与不特定第三人,如果损害的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实质上

即公共利益,法律行为应为绝对无效,如果损害的仅是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则法律行为应属“相

对无效”,只能由该受害的第三人主张无效。〔85〕

(三)无效主张的限制:除斥期间

第三个问题,既然恶意串通规则的法律效果仅是相对无效,那么,特定第三人以此为由请

求法院确认法律行为无效是否有时间限制? 有学者认为,相对无效与可撤销行为的一个重要

区别就是后者有除斥期间限制,前者则无,因此“相对无效”对受保护者更为有利。〔86〕如此认

定在实质价值判断上并不合理,也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价值失衡。

在无关公益而仅与特定私人利益保护有关的情形,当事人请求法院保护权利,总是受到时

间上的限制,例如请求权行使受诉讼时效限制,形成权行使受除斥期间限制。这当然有多方面

的理由,但一个基本的考虑应该是促使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尽快促成法律关系的稳

定,避免纠纷复杂化以至造成国家司法资源过多的投入。这些考量在“相对无效”的场合都存

在,一点也不比“可撤销”时为少,为什么作不同的处理呢? 仅就恶意串通规则而言,还有两处

体系上不和谐的地方。一是如前所述,依恶意串通规则宣告合同无效,是为了能让受害人在侵

权法及合同法下获得更好的救济。作为目的的侵权及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都受时效约束,作

为手段的宣告合同无效却无时间限制,岂不奇怪? 二是恶意串通规则在性质上可认为是法律

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一项特别法,但其并非唯一的特别法。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而

订立的法律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但法律采用了可撤销而非无效的处理方式,把选

择权交给当事人,因为在这些情形下,“与抽象的强制秩序相较,具体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更值得

关注”。〔87〕这与将恶意串通行为的效力解释为“相对无效”的考量是一致的。“可撤销”与“相

对无效”,无非是不同的法律技术处理,如因此造成前者有除斥期间的限制而后者则无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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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态度的变化。在《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将其全部财

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2号)、《关于对银行贷款抵押财产执行问题的复

函》(法经〔1994〕334号)和《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2
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均认为,在有多个普通债权人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的抵押行为无效;但

2000年的《担保法解释》及其后的《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

紧急通知》(法〔2001〕105号)等则改弦更张,认为此种“恶意抵押”是可撤销的,而非直接无效。相关研究,参
见郭明瑞、张平华:“论恶意抵押”,《法律科学》2004年第4期,第82-88页。

王利明,见前注〔58〕,第646页。王轶教授认为,“第三人利益”应限定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但
也认为,若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的是特定第三人利益,则法律行为应为相对于该特定第三人无效,而非绝对无

效,《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的“无效”就属于此种相对特定第三人的无效。参见王轶:“民法总则

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立法建议”,《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5、179页。
黄忠,见前注〔76〕,第132页,注释〔49〕。
朱庆育,见前注〔1〕,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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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当事人依恶意串通规则主张合同无效,也应当受时间限制。考虑到其与前述瑕疵意

思表示可撤销的情形在价值和程序上均较接近,在现行法上,或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55条

第1项规定,将期间也定为1年,性质上亦是除斥期间,不得中断、中止和延长,自受害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当事人恶意串通的事实开始起算。〔88〕

(四)小结:可能的独立意义

以上两部分是对恶意串通规则的进一步澄清。从构成要件上来说,强调应当结合主、客观

要素来判定恶意串通行为整体上的背俗性。主观上“恶意”和“串通”的认定均可适当放宽,客

观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却要更加严格。一方面,“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实际上极为有限,

主要即第三人的特定债权;另一方面,“损害”也要落到实处。这无疑极大限制了恶意串通规则

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说,该规则服务于对特定第三人的特定救济,手段的设置当然要与目的

相匹配,要适当、必要且均衡(合比例性),这正是比例原则的要求。〔89〕因此,在法律效果上,

恶意串通之法律行为的“无效”就不应是绝对无效,而应是相对无效,只能由受保护的特定第三

人主张,〔90〕其他人无权主张,法院亦无权主动审查适用,且此种主张也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由此,从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看,将恶意串通规则从一般性的违反公序良俗无效规则中独立

出来,才可能有积极的、独特的价值。

四、恶意串通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

在体系关联与制度功能的双重关照下,恶意串通规则的客观要件被一再限缩,先是将“国

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限缩成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再将特定第三人的利益限定为债权,后又

认为主要的保护对象实为特定第三人的特定债权,目的是恢复该第三人获得实际履行救济的

可能。那么,如果不是特定债权,而仅是一般金钱债权被侵害,恶意串通规则是否有适用余地

呢? 从指导案例33号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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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90〕

这里只是沿用对除斥期间的传统见解,细究起来,当然未皆准确。最新的研究,参见耿林:“论除斥

期间”,《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613-645页。
关于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应用,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

年第2期,第143-165页;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第95
-103页;黄忠:“比例原则下的无效合同判定之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第46-59页。

值得注意的是,梁慧星教授赞成保留恶意串通规则的一项重要理由是,中国社会中尚存在很多当

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形而无法有效约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后果,目前正进行由人民

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试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可成为公益诉讼的法律依

据。梁慧星,见前注〔1〕。实际上,一方面,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恐怕尚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
确实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损害公共利益无效)和第5项(违
法无效)亦可成为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无须一定诉诸恶意串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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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意串通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

根据前述讨论,检视指导案例33号的裁判论理,其对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可谓有得有失。

例如,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不仅合同当事人有主观恶意,而且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债权

人利益”,当是认可须有客观上的“损害”要件;但另一方面,又未严守该逻辑,以致错误扩张了

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范围。〔91〕不过,该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是恶意串通规则适用的典型案

例,更在于该案事实明显亦属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适用范围,由此带来一个解释问题:这两

项规则是什么关系,应如何适用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合同法》第74条第1款)与恶意串通规则(《合同法》

第52条第2项)的法律后果有相近之处,但在证明标准、期限等方面存在区别。具体来说,恶

意串通规则的证明标准较高,债权人撤销权则相对更易证明;但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受除斥期

间限制,而依恶意串通规则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则无期限限制。因此,这两种保护债权的方

式与途径,各有利弊,可由债权人自己选择。〔92〕

先来看证明标准问题。债权人撤销权客观方面的核心要件在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

这既需要债务人实施了“诈害”债权的(法律)行为,〔93〕还需要债务人的行为实际“对债权人造

成损害”,即债务人因此陷于“无资力”状态,无法清偿债权人的债权。〔94〕类似地,恶意串通规

则也要求有恶意串通行为,并且该行为致第三人利益实际受损。因此,从客观要件看,两项制

度的要求是接近的,主要差别在于主观要件。从债权人撤销权的主观方面看,就债务人来说,

除个别情形(如“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外,法律本身并无明确要求,一般认为应区分

“诈害行为”是无偿还是有偿而定,仅有偿行为要求“恶意”。此种“恶意”无须是积极侵害债权

的意思,只要债务人明知其行为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即能够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引起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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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93〕

〔94〕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指导案例33号中,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其主要财产

(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和设备的所有权等)转让给中纺福建公司(第一份转让合同),中纺福建公司又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汇丰源公司(第二份转让合同),两次转让的受让人对于债务人欠债情况均明知,侵
害了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债权,因此两次转让合同都构成恶意串通,均为无效。但是,与前注〔67〕案例类似,
第一份转让合同无效后,中纺福建公司即不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相应物权,其再次处分就是

无权处分,即使第二次转让合同有效,恶意的汇丰源公司也不能取得相应物权。因此,第二次转让合同就根本

不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客观要件不成立,也就无须因恶意串通而无效。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民四庭(执笔人吴光侠、高晓力):“指导案例33号《瑞士

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

第18期,第10-11页。
包括放弃到期债权、未到期债权或债权担保,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等情形(参见《合同法》第74条第1款及《合同法

解释二》第18、19条)。
我国多数学者采“债务超过”标准———债务人处分财产后已无足够资产清偿债权人的债权的,即为

有损害。参见韩世远,见前注〔15〕,第356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140-141页;崔建远:《合同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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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资力状态即可;〔95〕并且多认为此种“恶意”可由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客

观行为推定。〔96〕就第三人方面来说,在诈害行为是有偿时,受让人亦须为恶意。〔97〕比较起

来,似乎确实恶意串通规则更难证明一些,因为在类似的事实情境下,债权人不仅总是需要证

明债务人与受让人有主观上的恶意,而且还要证明他们“串通”。然而,从指导案例33号看,最

高人民法院虽多次强调恶意串通主观要件的重要性,但与之前诸多裁判的态度相同,最后仍是

从合同约定的价格及是否实际支付、当事人的关联关系等客观情事综合判定。〔98〕因此,我们

固然可以说,债权人撤销权的主观方面更加宽松(诈害行为无偿时体现得最明显),但差别其实

也并不特别大。

更大的差别显然在于期限———如果我们认为根据恶意串通规则主张无效没有期限限制,

那么,即使证明标准略高,该规则对当事人也有重大意义。但是,恶意串通规则的法律后果不

应是绝对无效,而是相对无效,〔99〕亦应受除斥期间限制,〔100〕前已论及。再引申一点,若依上

述观点类推,则不仅恶意串通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可以并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与

第52条第4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也可以并用。从要件看,能够证明合同的订立

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事的,自然也就证明了背俗,自然也就可以主张合同背俗无效,

当事人为什么还要劳烦撤销制度,又平白受较短的除斥期间限制呢? 若果然如此,此种瑕疵意

思表示的撤销制度及其背后的规范意旨将全部落空。〔101〕

因此,恶意串通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可能仅在于适用范围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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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

〔100〕

〔101〕

参见崔建远,同上注,第181页;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参见“国家开发银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新东北

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2期。
一般认为,此种“恶意”指第三人消极地认识到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不需要其本身具有侵害

债权人的意图,更不需要其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参见韩世远,见前注〔15〕,第360页;朱广新,见前注〔60〕,第

383-384页;崔建远,见前注〔94〕,第181页。
指导案例33号“裁判要点”之一谓:“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

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

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事实上,尽管对期限的理解并不准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正说明了恶意串通行为

的无效是一种相对无效———如果是绝对无效,即使当事人不主张,法院亦应依职权认定,当事人自无选择可

言。
《合同法》第75条规定了两种债权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一个是1年(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算),一个是5年(从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算)。《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54条

就瑕疵意思表示的撤销权同样规定了两类除斥期间,也分别是1年(例外是,重大误解当事人的撤销期限仅为

3个月;一般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但胁迫情形是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和5年

(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算)。恶意串通规则下也应照此作双重的除斥期间设计。
理论上有所谓无效法律行为能否再撤销的问题,但与此处讨论的主题无关。参见王泽鉴:“无效法

律行为之撤销”,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90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功能。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保全制度之一种,目的是保全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因其效力远

比代位权剧烈,尽管法条上似无明确限制,解释上多认为撤销权人的债权仅限于一般金钱债

权,不包括特定债权。〔102〕由于恶意串通规则在主观要件上更为严格,可以说,在保护对象是

一般金钱债权时,能够适用恶意串通规则的情形,实际上全部可以落入债权人撤销权的范围。

考虑到债权人撤销权是更具体的制度,其要件远比恶意串通清晰,也更容易成立;在同样施加

了除斥期间限制后,恶意串通规则在法律效果上也并无特别之处,且“撤销”亦远比“相对无效”

(尤其是在当前实证法上)更容易理解和操作,在这类情形下(指导案例33号即为一例),当然

应优先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103〕从而,我们就可以将恶意串通规则保护的对象彻底限定

为特定第三人的特定债权,让这一“最不确定”的规范变得清晰。

(二)可能的替代方案:彻底的消解?

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讨论给我们的启发可能还不止这一点。就一般金钱债权的保护而

言,即使作兼具形成权与请求权的解释,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因其“破坏

力”甚大,效果却仍很间接,“建设性”不足。〔104〕有学者认为,债务人或受益人、受让人可以提

出相当的价格给债权人,以阻止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105〕在立法论上,学者也多认为较新的

“责任说”更值赞同,即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不过是为了保全责任财产,则无须撤销债务人与第

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只需要将第三人因此取得的财产纳入责任财产范围,以此为限亦对债务

人的债务负责即可,既存的法律关系均可维持不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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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104〕

〔105〕

〔106〕

特定债权的不履行转化为金钱损害赔偿债权后,且债务人因特定物的处分而影响清偿资力时,当
然也可以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参见王轶:“论一物数卖———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清华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55-61页;韩世远,见前注〔15〕,第352页;崔建远,见前注〔94〕,
第174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作者台湾2014年自版,第100-101页。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第244条第3款明确规定,“仅有害于以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保全。

债权人撤销权仅处理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等情形,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正常价格

转让财产呢? 若债权人仅对债务人享有一般金钱债权,则债务人此种行为只是导致责任财产形态的变化,清
偿能力并未下降,债权人即无损害,无论是恶意串通规则还是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都不能适用。此外,若已涉

及破产问题,《企业破产法》上还有特别规定(第31、32、33条)。
《合同法》第74条第1款仅规定,“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之后,债务

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即告无效。在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等情形,如已交付,撤销之后,债务人可请求受

益人、受让人(及转得人)返还财产。如债务人懈怠不请求,撤销权的效果又不及于此,债权人只有再次借助代

位权制度,才能达成完整的保全效果,多有不便。因此,我国学者多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和请求权性

质,撤销权行使后,一方面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无效,另一方面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受益人、受让人

(及转得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参见韩世远,见前注〔15〕,第363页;王利明,见前注〔94〕,第162页;崔建远,
见前注〔94〕,第184页。这一观点可能也是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影响,该法第244条第4款规定,债权人行

使撤销权时,可同时请求受益人或(恶意的)转得人回复原状。
邱聪智,见前注〔102〕,第114页。
参见韩世远,见前注〔15〕,第348-350页;许德风:《破产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

-426页。有学者认为,从《合同法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25条看,我国法未采“责任说”。崔建远,见
前注〔94〕,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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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类似逻辑演进,恶意串通规则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也未必能保得住。如前所述,适用恶

意串通规则确认合同无效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其实是为了特定物的权利能复归原权利

人,〔107〕从而受保护的债权人能够请求其实际履行。然而,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交

易,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已然构成共同侵权。不仅债务人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及侵权责

任,第三人也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能够接受较为宽泛的“回复原状”概念,并且认

为其是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基本方式之一,债权人完全也可以直接请求第三人返还该

特定物(及让与该物之所有权)。〔108〕如此,债权人同样可以获得此种特定救济,而又无须干涉

债务人与第三人(乃至更多后手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侵权法解决这类特定债权保护的

问题,在逻辑和体系上都更为融洽,并且能避免恶意串通规则解释中的诸多难点,例如为什么

要在一个法律行为效力判断规则中要求损害要件、无效的到底是负担行为还是处分行为、为什

么法律效果是相对无效、为何需要及如何解释出除斥期间等。

只不过,一般认为,我国侵权法是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恢复

原状”责任方式也是狭义的,并不等同于传统民法上与“金钱赔偿”相对应的“回复原状”。〔109〕

以上述方式救济债权人,可能要跨越不小的认识障碍,未必能(立刻)被接受。就此而言,至少

在目前,恶意串通规则仍可保留一席“用武之地”———而倘若我们能够接受前述侵权法思路,恶

意串通规则也就将彻底沦为“明日黄花”。

五、结 语

恶意串通规则在我国当代民法中已称得上“历史悠久”,但其要件模糊,理解混乱,以至于

“爱之深”者鲜,“恨之切”者多。经过梳理,本文认为:首先,该规则仅处理“真正的恶意串通”

(当事人以恶意串通订立法律行为的方式损害他人利益)情形,而不处理其他结构不同、机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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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合同法》第59条因袭了《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的做法,就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

了特别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

体、第三人。”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责任,而是特殊的民事制裁。在指导案例33号中,最高人

民法院明确认为,第59条的适用有严格的前提,即仅在恶意串通合同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属于第三人所有时,
才须返还给第三人。《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未再设相关规定。

此点甚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此时债权人仅可以请求第三人将买卖标的物移转给出卖人,再由债权

人向出卖人主张。王泽鉴教授则认为,可直接由债权人向第三人主张,如此“始足贯彻负损害赔偿责任义务

者,应恢复他方损害发生前原状之基本原则”。参见王泽鉴:“二重买卖”,见前注〔101〕,第474页。
侵权损害赔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回复原状与金钱赔偿。前者是直接的填补方法,关注受害人

具体利益的受损;后者是间接的填补方法,关注受害人整体财产的减少。按照《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

的界定,回复原状指“负有损害赔偿义务的人,应当回复在使自己负担赔偿义务的事由不发生时原应存在的状

态”。就回复原状与金钱赔偿的适用,有所谓回复原状优先原则(如德国、奥地利、我国台湾地区等)、金钱赔偿

主义(如法国、日本、韩国等)和自由裁量主义。学者多认为,我国侵权法是以金钱赔偿为原则,或者名为自由

裁量、实为金钱赔偿主义。相关讨论,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64-667
页;周友军:《侵权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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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不真正的恶意串通”;其次,如果恶意串通的意思是虚假的(类型一),应适用通谋虚伪表

示制度;再次,如果恶意串通订立的法律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类型二),应适用法律行为

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无效规则;最后,如果恶意串通订立的法律行为损害的是特定第三人的一

般金钱债权(类型三),则全部可由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处理。经此层层剥离,〔110〕恶意串通规则

的适用范围被蚕食殆尽(如下图七),仅剩下恶意串通订立的法律行为损害特定第三人的特定

债权的情形(类型四)。

图七

在且仅在此有限范围内保留恶意串通规则,是服务于恢复特定债权人实际履行(而非仅金

钱赔偿)救济的需要,无论是构成要件(尤其是客观的损害要件及行为整体的背俗性)还是法律

效果(无效在范围、类型和主张上的限制)的解释,均受此目的的强烈影响。归根到底,这里间

接处理的仍是一个侵权法问题。因此,最后这“一隅之地”是否确有存在的必要,取决于我们是

否接受更直接的侵权法救济的思路。不过,即便保留,从实际案例看,由于最重要的适用场

合———商品房一物二卖———已有特别规定,一般性恶意串通规则的适用空间也较有限。〔111〕

·961·

论恶意串通

〔110〕

〔111〕

从方法论上说,本文是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填补隐藏的法律漏洞,即在法律规则使用的字义过

宽而导致适用范围过大时,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及意义脉络,将其限制于妥适的范围,以使得法律规则的意义

更加清晰、精纯。其背后的基本法理则是,非相类似的事件,应作不同的处理。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

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7页;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200页。
这主要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我们认为何种恶意串通行为对特定债权的侵害是违背公序良俗、

应予救济的;二是如果应予救济,在何种情况下,实际履行的特别救济对于债权人来说是正当且必要的。从实

际案例看,其他不动产权利的转让(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参见前注〔53〕“日照国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山

东国恒能源有限公司、山东日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招商合同纠纷案”),与房屋买卖类似,也有适用可

能。此外,股权转让(尤其是在形式主义的股权变动模式解释下)、知识产权转让等场合,或也有适用空间,但
必须严格认定主客观要件,不能滥用恶意串通规则以致过度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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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审视和厘清“恶意串通”这个混沌概念的过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行为的诸多无

效事由、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以及债权人撤销权等重要制度与理论,甚至还有一些

方法上的启示,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Abstract:Article52(2)oftheContract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tipulatesthedoctrine

ofmaliciouscollusion.Itonlydealswiththecontractsconcludedbypartieswhoengagedinmaliciouscol-

lusiontothedetrimentofthirdparties.Therearevariouscaseswherethedoctrineofmaliciouscollusion

seemstoapplyatthefirstglance,butactuallytheyshouldbegovernedbyotherrulesrespectivelywith

regardtoshamtransaction,illegalcontracts,contractscontrarytopublicpolicyandcreditor’srightof

revocation.Thedoctrineofmaliciouscollusionmerelyplaysaroleinprotectingaspecificthirdparty’s

rightasacreditor(whoenteredintoanothercontractwiththeobligorofthecontractindisputeconcern-

ingthesamesubjectmatter)frombeingdeprivedoftherighttospecificperformance(ratherthantomo-

netarycompensation).Thisuniquefunctionleadstoarestrictiveinterpretationofboththeconstitutivere-

quirementsandthelegaleffectofthedoctrine.Fortheformer,itrequiresastrictscrutinyofitssubjec-

tiveelement(“maliciouscollusion”),objectiveelement(“beingdetrimentaltothirdparties”)andthena-

tureofthecontractasawhole.Forthelatter,itmeansthatthecontractinvolvingmaliciouscollusion

shouldbe“relativelyinvalid”,namely,notvoidbutvoidable.Onlyaprotectedspecificthirdpartyhasthe

righttoavoidthecontractandthisrightshallbeexercisedwithinareasonablelimitedperiod.Ultimately,

whetherthedoctrineofmaliciouscollusionisindispensabledependsonwhetherwecouldresorttotort

lawdirectlyforspecificremedies.

KeyWords:MaliciousCollusion;ShamTransaction;MultipleSalesofRealEstate;Creditor’sRight

ofRevocation;RelativeNul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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